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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中国制造企业微观数据，首次对企业所处不同年龄阶段与创新的动态演化关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通过APC模型将年龄因素划分为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后发现:首先，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年龄效应，相反，在大部分时间内，成立年限越长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其次，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代际越新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最后，在不同的行业类型和所有制类型中，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创新行为的年龄效应演化趋势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际效应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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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enterprises from different age stages to innovation incentives using micro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ata. We Decompose age effect into intergenerational and age effect. The paper finds, first, innova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firms does not exist purely age effect, on the contrary, in most of the t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er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centive has showed a trend of gradual decline. Second, there is an obvious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generation of the new enterprise innovation motivation showed a trend of rising year by year. Finally,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and ownership, the evolution trend of innovation behavior of age effec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present systemic differenc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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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中国的宏观环境也变得越发复杂和动态，这对进入企业的持续经营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由于缺乏持续创新的激励以及难以适应动态环境的变化，大量低效率的在位企业选择或者被挤出市场，甚至是许多家喻户晓、享有很高声誉的“百年老店”，如王麻子、张小泉、太平馆等，相继出现盈利衰退、停业甚至破产[1]。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表现出强劲的进入势头。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大约占到原有市场容量的20%，而且部分进入企业在创新的成果上表现出极强的取而代之之势。那么，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之间的创新演化就成为了理论界的热点问题。

较多的统计事实也表明，市场进入改善了行业的创新行为和企业的生产率 [2-3]。大量的统计事实也表明，企业的进入改善了行业的创新行为和企业的生产率 [2-3]。Baily 等[4]使用美国信息设备和动力装置制造企业1972—1977年、1977—1982年和1982—1987年的样本，测算发现进入对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为3.2%、4.6%及8.0%。Haltiwanger [5]对美国制造企业1977—1982年和1982—1987年的测算中，进入对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为7.8%和8.7%。Balk等[6]对荷兰制造企业1984—1999年的测算结果为3.0%。值得注意的是，在Hahn[2]对韩国制造企业的研究、Aw等[7]对我国台湾制造企业的研究和Nightingale[8]对加拿大制造企业的研究中，进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均超过20%，尤其是在Hahn[2]的文章里，贡献度达到了45%～65%。Tushman等[9]考察了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的创新类型属性的差别，认为这两类企业的创新性依赖于创新的过程属性，结构式的创新倾向于毁灭性地嵌入到已建立的结构系统中。Coad 等[10]认为结构式的创新方式必然导致新企业存活率低的结果，进入者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运营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收益基础，而激进的创新过程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和承担巨大的风险，进入企业对这种赌博式创新的失败准备会有所不足，这也直接导致了进入企业的持续期普遍较短。

不过，企业的进入仅仅是产业演变初始状态，产业中更为一般的特征是进入后企业的竞争行为。那么，随着进入企业年龄的不断增加，企业是否具有持续的创新激励？目前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在早期的产业组织研究中，大部分文献认为企业的生存时间越久，越能在市场中获得干中学效应，比如对生产经验的积累、组织知识的累积、在客户和供应商间获得更稳健的关系等，这种效应与企业的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2]。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理论界发展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年龄与创新是负相关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认为，企业的创新和调整将是非常艰难而且是高成本的，一旦企业进行了初始投资，企业不会存在大范围调整创新的动机[13]。

事实上，干中学效应和习惯惰性效应是直接导致在经验研究中企业年龄和创新关系2种相反结论的原因，那么，关键在于两种效应在组织历程中所占的主导作用。Sorensen等[14]认为，在年龄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出很强的干中学效应，使得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追赶甚至超越的趋势，而对于年龄较大的企业，学习效应和惰性效应可能同时存在，随着搜索匹配的难度加大，企业退化将是企业面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不过，这2种效应在不同的行业表现出极大的非均衡性，他们在半导体和生物技术行业中发现了这2种相反的效应。

由此，本文以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中企业的市场进入是如何影响产业间的创新演化，并将这种演化效应通过进入的时间和进入的时点进行分解，以期获得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1999—2007年的制造企业微观数据，该数据库中包括了所有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尽管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但其中有些样本数据缺失或者统计错误，本文参照李玉红等[15]的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筛选。

我们通过对数据库中每年的企业代码来识别企业进入和退出状况，如果企业i的代码在t期中不存在，而在t+1期中出现，那么，可以据此判定企业i在t+1期进入市场；退出企业的定义类似。在存续企业中，使用企业的成立年份和营业状态来判断企业的年龄，企业的年龄为样本数据年份减去企业成立的年龄再加1，如果存续企业的营业状态连续2年无法经营，那么，在无法经营的第二年将其视为退出市场。为进一步提高个体企业识别的准确性，我们还根据企业名称、电话号码和邮政编码等信息予以匹配，将确实属于相同企业的观测样本赋予相同的代码。考虑到“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2个2位数行业下的17个4位数行业在2005年以前企业数量较少，将其在样本中进行了剔除。
本文测算了中国制造企业1998—2007年的进入态势。与李平等[16] 的研究类似，进入率的计算方法为t期进入的数量与t-1市场中企业总数的比值。按照不同类型划分的中国制造企业的进入比率态势如表1所示。其中，比照《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的分类，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4个行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分类参照王德文等[17]的做法，对于已经划分为高新技术产业而又出现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划分中，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予以剔除。

 表1  1999—2007年按不同类型划分的中国制造企业进入比率                 %
	类型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平均值

	劳动密集

型行业
	25.71
	19.66
	24.38
	22.81
	25.08
	60.92
	19.21
	23.37
	21.63
	26.97

	资本密集型行业
	22.88
	16.04
	20.19
	19.74
	18.65
	50.10
	13.75
	18.79
	15.93
	21.79

	高新技

术行业
	10.27
	9.15
	11.37
	8.66
	12.84
	22.67
	7.80
	13.73
	10.08
	11.84

	民营企业
	30.16
	29.61
	31.17
	28.65
	31.57
	70.19
	25.33
	28.08
	29.14
	33.77

	国有企业
	9.16
	8.53
	8.18
	7.66
	10.91
	20.14
	5.12
	10.43
	8.66
	9.87

	外资企业
	21.05
	16.33
	20.61
	18.71
	21.79
	30.61
	14.07
	18.46
	15.39
	19.67

	东部企业
	25.76
	16.31
	22.54
	20.61
	25.80
	49.71
	13.94
	20.33
	20.47
	23.94

	中西部

企业
	17.33
	12.35
	16.28
	15.51
	12.07
	38.11
	11.83
	17.65
	10.77
	16.88

	总体制

造业
	22.84
	15.91
	21.59
	18.74
	20.51
	45.99
	13.14
	19.18
	16.91
	21.65


注：1)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资本;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0个省市，其余为中西部地区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典型的统计事实：第一，从总体上说，在转轨背景下，中国制造企业表现出很高的进入比率。在1999—2007年中，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进入率为21.65%，这远远高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进入率10%左右。第二，不同行业的进入比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比率最高，平均进入率达到26.97%，大于行业整体平均值较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平均进入率在均值附近；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平均进入率仅为11.84%，小于整体平均值约50%。这说明拥有自然进入壁垒的行业比资本壁垒和技术壁垒的进入难度更大，这也意味着转轨过程中制度壁垒的降低与大规模的进入特征紧密相关。第三，中国制造企业的高进入特征是由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驱动。无论是民营企业（33.77%）还是外资企业（19.67%），其进入率均较大程度地大于国有企业的进入率（9.87%）；在市场化较高的东部地区（23.94%），其进入比率也是明显地高于中西部地区（16.88%）。此外，无论是从整体上看还是按不同类型的划分来看，2004年的整体进入率表现出异常的高，这可能是由于统计上的原因造成，因为中国在2004年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普查，建立了更为完善的等级注册体系，将更多的企业纳入到统计中来。

3  市场进入的实证估计
为更好地理解进入企业的创新激励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在中国的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是否是过度进入。已有部分文献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进入是一种过度进入，会使市场出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许多产业出现大量的亏损企业和生产能力闲置的现象。一旦这一命题成立，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企业进入不存在创新的前提。为识别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市场进入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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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1）的设计旨在识别产业内的进入企业数量与退出企业数量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存在相关性，那么，转轨过程中的市场进入现象就不是过度进入，而是产业动态演化和市场选择的过程。其中，下标j和t分别指的是4位码划分下的产业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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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入企业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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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退出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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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亏损企业的数量，指净利润为负的企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退出机制的不完善，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即使年年亏损也不会真正地退出市场，而是以亏损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以产业内亏损企业的数量作为替代。由于这一计量模型只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否，因此模型并不涉及需要另外考虑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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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控制变量向量集合，为了得到更真实的估计结果，根据既有的经验研究文献，我们选取了3个大类的控制变量：第一是控制产业的一般技术特征，包括资本密集程度，以总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以及知识密集程度，以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行业员工人数的比值来衡量。第二是控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以国有企业资产占行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第三是控制产业的盈利特征，包括产业利润率，以企业资产为权重计算的产业销售利润率；以及产业规模增长率，以行业销售收入增长率来衡量。由于无法衡量2007年企业的退出状况，回归包括的年份为1999—2006年。
中国制造企业进入模式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退出企业和亏损企业的估计系数均大于0，并且至少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将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大规模进入特征理解为过度进入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在过度进入的特征下，影响进入和退出的因素是不同的，进入与退出是不相关的。那么，将转轨过程中的大规模进入理解为替代进入似乎更为合适，进入企业是对在位企业的一种替代，是产业动态演化和市场选择的过程。从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来看，亏损企业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1%，而退出企业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10%，这意味着，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将中国的进入替代理解为新进入企业对亏损企业的替代而不是对退出企业的替代更为合适，或者更进一步说，是高效率的新企业对低效率的老企业的一种替代。
                表2  中国制造企业进入特征的估计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FE）

	
	估计系数
	标准差
	估计系数
	标准差

	退出企业数量对数
	1.353*
	0.163
	
	

	亏损企业数量对数
	
	
	0.478***
	0.099

	资本密集程度
	-0.069**
	0.004
	-0.069**
	0.004

	知识密集程度
	-0.035*
	0.103
	-0.037*
	0.108

	市场化程度
	1.164***
	0.321
	0.113***
	0.306

	产业利润率
	2.139***
	0.186
	1.44**
	0.073

	产业规模增长率
	0.277**
	0.004
	0.0258**
	0.004

	LM检验
	9.86
	
	9.53
	

	F检验
	23.57
	
	25.31
	

	Hausman检验
	12.05
	
	11.99
	

	R2
	0.381
	
	0.357
	

	观察值
	409
	
	409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4  APC模型的分解
我们借鉴劳动经济学较为流行的年龄、年代和代际分解模型（APC分解法），将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年龄的创新激励具体分解为3个效应：年龄效应、代际效应和年代效应。年龄效应反映了企业随着成立年限的变化所表现出的创新激励差异；代际效应反映了不同时间成立但年龄相同的企业表现出的创新激励差异；年代效应反映周期性的宏观因素引起而表现出的创新激励差异。APC分解法的主要思想是将企业的年龄（evage）、代际（generation）和年代（time）以及其他控制变量（X）作为企业创新激励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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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变量本身或者其虚拟变量作为回归变量。已有文献表明，一方面在这3个变量中，年龄、代际和年代存在线性的等价关系，evage=generation-time，一旦得知企业哪一年进入市场以及观测的时期，就可以计算得到企业的年龄。那么，如果将这3个变量同时进行回归，可能会导致方程不能识别的问题，而只能将其中的2个变量放入方程中。另一方面，即使仅将年龄变量evage和代价变量generation放入创新激励方程中，得到的估计系数分别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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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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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年龄、代际和年代的真实估计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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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存在如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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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使仅将2个变量放入回归中，虽然模型能够对方程进行识别，但会出现估计上的偏误[18]。
在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这个工具变量与其中的一个效应相关而与企业他两个效应不相关。不过，在实际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是非常困得的。Deaton [19]和Jensen等[11]认为在这3种效应的背后，年代效应意味着周期性的宏观因素对企业个体的影响差异，年代效应所隐含的个体差异是3种效应中最低的，在某类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可以考虑舍弃年代效应的估计。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中，相对于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年代效应对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激励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很多。如同Deaton[19]所指出，年代效应可以看作是随机波动的，并不存在很强的趋势性。那么，本文参考Deaton[19]的方法来处理年龄效应、代际效应和年代效应所隐含的问题，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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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变量evage和generation以虚拟变量来表示，回归中的年龄虚拟变量包括60个，分别代表年龄2～61岁，年龄1作为对比组，代际虚拟变量包括47个，分别代表代际1961到代际2007，代际1960作为对比组。引入虚拟变量是因为这样的设计能够动态地考察企业创新行为的波动特征，捕获不同年龄阶段企业创新行为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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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变量集合，控制变量与方程（1）一致。由于这部分的分析重点是年龄和代际的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而且虚拟变量的个数非常多，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估计结果。为更加清晰地刻画不同年龄和代际的动态演变，将估计结果以绘图的方式集中呈现。全部企业创新激励的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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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年龄效应                                   （b）  代际效应

图1  企业创新激励的估计结果
从图1（a）中可以发现，年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呈现较为复杂的演变趋势，可以将其分为几个阶段：在年龄[1,5]段，估计系数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这表明在这一阶段企业的创新行为表现出很强的年龄效应。年龄越大的企业其创新的激励也逐渐增强，这意味着新企业对老企业存在追赶和学习的效应。在年龄[5,26]这一阶段中，估计系数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可以再细分一下，估计系数在年龄[5,12]中出现快速的下降，其中在20年时下降到0以下，这说明企业在市场上持续存活下来后逐渐产生了创新的惰性，企业安于维持现有的产品结构而不存在继续创新的激励；不过从年龄26开始后，估计系数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这说明老企业并非心甘情愿地被市场所替代；在年龄33之后，企业的创新激励呈现平稳的下降趋势，这表明“百年老店”被新企业所替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年龄越大的企业存在“死亡阴影”效应，而不是年龄越大退出风险越小。
代际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所反映的是，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该代际企业比代际为1960年企业的创新激励，即代际效应。从图1（b）中可以发现，相对于年龄效应而言，代际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则颇为明朗，整体而言，代际变量的估计系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代际越新的企业其创新的激励越强，中国的企业表现出很强的代际效应。从不同的代际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代际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很小，而且绝大多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这些年份的创新激励几乎没有差别；代际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0年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恰好和市场化转轨与对外开放的制度变迁相吻合，也就是说，中国近30年的经济转型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注入了持续的活力。
总的来说，以上的估计结果揭示了中国制造企业的年龄与创新关系的2个结论：第一，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年龄效应，相反，在大部分时间内，成立年限越长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第二，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代际越新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呈现逐年的上升趋势。
然后，针对市场化转轨过程中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大规模进入的特征，我们将样本按照所有制的不同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个大类，并依照方程（2）进行回归。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部分使用的是不同样本进行的估计，不同样本所得到的估计系数的大小不可以直接比较；不过，不同样本之间估计系数的形状、波动态势、斜率等则是可以直接比较的。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的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a）可以发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年龄效应的形状、波动趋势基本一致，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创新行为更为接近；然而，国有企业的年龄效应呈现出不一致的态势，斜率更为平坦，无论是增长幅度还是下降幅度都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显得小很多，这说明了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存在创新激励的不足。由图2（b）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代际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且估计系数的增长率最大，这表明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代际效应，在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新代际的企业相对于老代际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动机；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外资企业的代际虚拟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不同代际进入的外资企业在创新行为上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代际虚拟变量估计结果则颇为复杂，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虚拟变量个数介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但波动幅度最大，无论是增长幅度还是下降的幅度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1985—1988年间，国有企业的代际效应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这可能是在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的改革推行使得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和竞争力上得到了提高；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代际效应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这可能是和大规模的市场进入引起的恶性竞争存在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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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类型企业年龄效应                  （b）  不同类型企业代际效应

图2  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激励的估计结果
进一步，我们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分行业属性的分析在2个方面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分行业分析能够更好地控制产业技术特性，而产业技术特性与企业创新行为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行业的技术进步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分行业属性的分析有助于考察技术进步验证企业创新行为中扮演了何种作用。
不同行业属性企业的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的估计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a）年龄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来说，绝大多数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样本的估计系数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样本的估计系数通过检验的比例则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创新激励的年龄效应并不明显，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很强的创新激励，这说明产业特性的差异性与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年龄效应则表现得更为平稳，这可能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创新的年龄效应也存在阶梯式的波动。从图3（b）代际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来说，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高新技术产业，大多数代际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之上，这说明企业创新激励的代际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存在，代际越新的企业，创新的激励越强。与年龄效应类似，高新技术产业的代际效应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代际效应则表现得更加平稳。
[image: image22.emf]-.020

-.015

-.010

-.005

.000

.005

.010

.015

.02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CAPITAL HIGH LOBAR

[image: image23.emf].000

.002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016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CAPITAL HGIH LABOR


（a）  分行业年龄效应                           （b）  分行业代际效应
图3  不同行业属性企业创新激励的估计结果

5  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企业1999—2007年的微观数据，首次对企业所处不同年龄阶段与创新的动态演化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通过APC模型将年龄因素划分为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后发现：首先，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年龄效应，相反，在大部分时间内，成立年限越长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然而，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行为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代际越新的企业的创新激励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次，在年龄效应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行为的演变趋势更为接近，国有企业创新行为的演变趋势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创新的演化则表现得更为平稳。最后，在代际效应中，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代际效应，在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新代际的企业相对于老代际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动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代际效应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而在不同行业类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存在不同强度的代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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